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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

李维武

摘 要 发生在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使“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
理想追求。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其间经历了许多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主

要环绕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及其争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得以确立

的主要思想环节。这种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不仅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而且承继了新

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不能被曲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来加以贬抑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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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整整 100 年了。在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
我们再来反观百年前的这一运动，大概能比当时参与运动的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运动对现代中国

的精神塑造；其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经过这一运动，“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

追求。如果说 1915-1924 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旧价值观转换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新价值观的凸显
与确立又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凸显、确立的是“科学”

与“民主”的新价值观；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凸显、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更新的价值观。从那

时候起，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始终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紧紧地关联在一起；或者说，正是社会主义新价

值观深刻地影响了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这些历史性事件和里程碑，都贯穿着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这根精神

红线，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追求。正是这样，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

凸显与确立，成为不同思潮的人们衡论五四运动的一大分歧所在。本文试从直面这一分歧入手，反思五

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阐明其形成的原因、关涉的问题、各方的争论以及由此

而来的历史影响，以此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一、社会主义：五四运动评价分歧的焦点

百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当然涉及 20 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各种思潮及其人物，但最主要
的分歧实来自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其代表人物首推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参与者——毛泽
东与胡适。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分歧的实质，并不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

之举，也不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联，而在于如何看

待五四运动所导致的“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凸显与确立，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人



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 · 23 ·

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追求。换言之，他们分歧的实质，实在于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不同

回答。

毛泽东是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创办《湘江评论》和领导驱张运动登上中国思想舞台

和政治舞台，进而接受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 20 周年之际，毛
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述，从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和主轴线出发，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和

文化意义作了深入揭示。他指出，从政治上看，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

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2]（P558），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而新民主主义革
命开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文化上看，五四运动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转折点：“在‘五四’以

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

‘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

一部分。”[2]（P698）毛泽东的五四运动观，定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衡论五四运动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
基调。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最初也是支持五四运动的。对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及毛泽东

在上面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撰文大为赞扬，认为：“《湘江评论》的长

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

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3]（P40）但是随着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迅速传播，胡适
敏锐地预感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将受到阻遏，因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4]

（P249）的主张，开始与五四运动拉开距离。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面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伟
大胜利、新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流亡美国的胡适完全改变了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干脆把五四

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对立起来，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5]（P352）。他
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

致支持的，在 1919 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
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5]（P352）这样一来，就在胡适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
五四运动观。

最近 40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空间的开放，中国思想世界重新出现了各种思潮相互争鸣、
彼此激荡的格局，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也由此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思想史话题。胡适的五四运动观开始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产生反响，在“思想解放”的名义下出现不同的变种。20 世纪 80-90 年代，李泽厚通过
重新解释五四运动，相继提出“救亡压倒启蒙”[6]（P25）和“告别革命”[7]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谱系看就属

于这类变种。李泽厚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启蒙”，这是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

化的批判；把五四运动概括为“救亡”，这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引起的由爱国而革命而对社会主义的选

择与追求。在他看来，正是五四运动开启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导致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压倒和阻断了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思想

启蒙，从而给新中国的发展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李泽厚说：“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

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

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

未解决，都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

后并没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

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6]（P41）他甚至认为：“在思想观念上，我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
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候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8]（P325）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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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重新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不是继续

保持革命理想，而是要“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候”。所谓“告别革命”的提出，就是这种选择的结论。

今天来看李泽厚的这些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胡适的思想联系，但由于当时这些观点打着“思想解放”

的幌子，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了思想的混乱，以致后来有“倒退的五四”[9]之说流行。

正是这样，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所导致的“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以

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追求，就成为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时必须认真对待、深入
阐明的重要问题。

二、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凸显与确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早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就已传入中国思想世界。向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通过这一新的价值观念，开始了解到马克思以及他与社会主义之

间的联系。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汉语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在

1896 年已出现在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上；最早在著译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学者，也是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 [10]（P549）。1902 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
中谈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11]（P86），指出：“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
压伏。”[11]（P86）1903 年，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对“社会主义”作了更具体的说明，认
为：“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大势之倾向，而不禁爽然以惊也，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

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其性质本绝相反也。”[12]（P34）并进而介绍“麦喀士”其人其学，称
之为“社会主义之鼻祖”[12]（P54）。他笔下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梁启超那时并不赞
成社会主义，但通过他的这些介绍，中国人开始了解到社会主义，了解到对社会主义从思想到运动做出

重要贡献的马克思。

在欧美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一批反清革命者开始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主张者。特别是孙中山

和他的一批追随者，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1906 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论
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指出：“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

义（Scientific Socialism）。”[13]（P55）1912 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连续三天作公开讲演，阐
发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思考。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贡献，指出：“有德国麦克司者

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

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4]（P506）
他进而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前途进行思考，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

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14]（P520）并表示：“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
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14]（P523）朱执信笔下的“马尔克”，孙中山所说的“麦克司”，都是当时
马克思的中译名。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价值观，早在五四运动前 20 多年间，在中国还没有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思想世界了。只是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这种新价

值观的影响十分有限，与广大民众没有一点关联，更没有发展成实际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在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时，也对“社会主义”这一新价值

观有过积极的宣传。1915 年，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一篇是《敬
告青年》，文中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15]（P135），成为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的先声；另一
篇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列作为近世文明的三大特

征，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原因与主要追求：“近世文明之发生也，……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

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

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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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15]（P137-138）他还谈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到
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
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15]（P138）在这里，“人权说”与“民
主”相联系，“生物进化论”是“科学”的代表，“社会主义”则是与“科学”“民主”相并列的新价值观。但是，

陈独秀在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介绍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只是针对西方近世文明而论，并不是主张

在中国也实行社会主义。因此，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大力倡导的新价值观只是“科学”与“民主”，而不包

括“社会主义”。1919 年 1 月，他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明确宣布《新青年》的主旨在于：“拥
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
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5]（P442-443）

陈独秀还一度认为，倡导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不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不赞成在《新青年》上开展关于

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1917 年，《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刊登了读者褚葆衡来信，信中希望《新青年》
对社会主义予以积极的介绍，认为：“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

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

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

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16]（通信 P5）陈独秀以本刊记者之名对来信
作了答复，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

并未盛行也。”[17]（通信 P5）这显然是对来信者建议的回绝。《新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这种冷淡态
度，还可以从相关的统计数据上得到印证。有研究者对《新青年》各卷“社会主义”一词使用次数做过统

计：1915-1918 年出版的《新青年》第 1 卷至第 5 卷，“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 34 次，其中出现最少
的是第 4 卷，仅出现了 1 次 [10]（P219）。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陈独秀在
《谈政治》一文中，都对《新青年》的这个缺点作了自我检讨。陈独秀承认：“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

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18]（P154）在对待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态度上，最激进的《新青年》
尚且如此，其他新文化运动报刊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进入 1919 年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才得以迅速传播，产生了极大
影响。在这方面，一些具有政治倾向性的报纸反应最为灵敏。从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北京的《每

周评论》上，即可清楚看出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动向。

《民国日报》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所主办的进步报纸。1919年 6月 18日和 19日，距离五四运
动所引发的六三运动仅十余天，李达就在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目的》两文，倡导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

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9]（P5）因此，“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
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

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19]（P1）这两篇文章的
标题中都有“社会主义”字样，显示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当时中国思想世界已开始流行与凸显。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于 1918 年底创办的政论报纸。陈独秀
1919 年 6 月被捕入狱后，胡适成为《每周评论》的实际主持人，由此而在该报上引发了问题与主义论
战。这一论战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中国要不要倡导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胡适于这年 7 月 20 日在《每周
评论》第 31 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其中最不主张谈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李大钊则针锋相对，于这年 8 月 17 日在《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不仅主
张谈社会主义，而且强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的”[20]（P4）。这
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首次公开争论，可见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因其流行与凸显，已开始成为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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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争论的焦点。

然而，最具标志性的思想新动向，无疑是《新青年》对社会主义态度的根本性改变。与上述统计数

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9 年出版的《新青年》第 6 卷，“社会主义”一词出现猛增至 104 次；而 1919-
1922 年出版的《新青年》第 7 卷至第 9 卷，“社会主义”一词出现共达 1188 次 [10]（P219）。特别是对于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新青年》在五四运动后进行了着重介绍。最先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

重要文字，当推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和第 6 号上连载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
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

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20]（P18）与之不同，马克思以唯物史
观为基础，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与系统：“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

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

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

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

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

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

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

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0]（P18-1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把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运动论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还多少带有第二国际影响的痕迹，但已从总体上对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基本正确的了解与把握，强调这一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

成部分，而以唯物史观为其基础，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线贯穿其中。这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对社会主义新

价值观有了一种全新的本质的理解。

这种对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积极介绍，很快由《新青年》扩大到整个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超越

了“科学”与“民主”，成为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确立的更新的价值观。当时就有人敏

锐地察觉并揭示了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动向。蓝公武在 1921 年初说：“社会主义这个名辞输入中国
也将近有二十年了。……但是中国真正有人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21]（P537）周佛海则
在 1920 年底谈道：“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
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22]（P252）他们所说的“最近的两年中”和“近一年来”，当
然都是就五四运动后而言。正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的瞿秋白，在 1921 年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
会的中共代表所起草的俄文材料中，也专门介绍了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只是在俄国无产

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对社会主义

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和《建设》这些杂志，都

用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23]（P293-294）至于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新文化运动的
新青年们，更是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的方式热烈地探讨社会主义问题。在毛泽东所编《新民学会会员

通信集》中，就保存了他与旅法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之间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的多封信

件。蔡和森在 1920 年 8 月 13 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
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24]

（P50）毛泽东甚为看重这两点，在这封信的正文前加了两个提示性标题：“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
级专政”[25]（P128）。同时，萧子升、李维汉也先后给毛泽东来信，表示不同意蔡和森主张的“俄式——马
克斯式——革命”[25]（P137）。毛泽东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回复蔡、萧等旅法会员的信中，表明了自己
的思考与选择：“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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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即李维汉——引者注）二兄的主张，不
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26]（P8）在这封信的正文前，毛泽东加了多个提示性标题，
其中有一个最为醒目——“赞成马克斯式的革命”[25]（P144）。从这些来往于法中两国之间的书信中，可
以直接感触到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对新青年们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探索与选

择。最初不赞成“俄式革命”的李维汉，也很快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世界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些与新文化运动不相干的人也追求时髦，大

讲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就指出了这一点：“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

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4]（P250）胡适讲这话的本意，是嘲讽“社会主义”在当时已经成了一
个人们都常挂在嘴上却谁也说不清楚的抽象名词；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的流行

与凸显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致王揖唐这样的政客也居然谈论起“社会主义”来了。

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确立的原因

五四运动为什么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凸显与确立的起点呢？对于这个问题，

曾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100 年后再来反观这一段历史，能够对其缘由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中国思想
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是由当时多种历史因素以五四运动为中心关联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合力

决定的。

第一，五四运动的世界历史大背景，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它的胜利不仅开启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在中国的近邻建立起社会主义

国家。这使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对中国人来说不再只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而已经成为了活

生生的现实，因而发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新追求。五四运动的发生，若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全局

论，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造成的世界革命形势所致。在参加五四运动的人们中，当时就有少数有识

之士认识到这一点。1919 年 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著文，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大视野，指出了中
国五四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我 [俄] 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
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

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

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

‘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

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

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27]（P390）20 年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两者的
联系作了更明确的说明，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

宁号召之下发生的。”[2]（P699）正是这种世界历史运动的联系，使得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的
中国思想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对这一思想史现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又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中作了更为生动形象的经典性表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

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

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8]（P1471）这里的“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现在有人以为这种世界历史运动的联系，是毛泽东在后五四时代通过回溯的方式来建构的，而历史

文献清楚地表明，毛泽东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当时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这个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

世界的会议，支持日本取代德国获得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威胁到中国领土的完

¬ 引文中方括号内的字，是《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者对前面原文中的明显错字的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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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从而打碎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所抱的幻想。这样一来，在中国人面前不仅有
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正面典型，而且有了巴黎和会的反面教员，正是这种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促使中

国人重新开眼看世界，由原来的向西方学习而转变为向苏俄学习，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作为中国的出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转向，莫如陈独秀思想的急速变化。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

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都在于向西方学习，以欧美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的榜样和出路。因此，

他一度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特别是对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予以高度评价。在 1918 年 12 月 22 日出
版的《每周评论》创刊号上，陈独秀把威尔逊赞扬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5]（P427），以为他能够在西
方列强中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来维护权利。但几个月的巴黎和会开下来，无情的现实最终使陈独秀失望

了、看透了、觉醒了。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20 号上，他尖锐指出：“巴黎的和会，各
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18]

（P2）他断言，“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非全世
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8]（P2）。李大钊也有过类似陈独秀的思想经历，在同月 18日出版的
《每周评论》第 22 号上，他表达了自己的最终觉醒：“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
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

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

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29]（P320）1920 年，瞿秋白结合自己的亲
身感受，揭示了一代新青年由投身五四运动而向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心路历程：“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

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

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

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

是这个原因。”[30]（P429）因此，巴黎和会不仅引发了五四运动，而且也刺激了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
途，由此而激起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

第三，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新旧价值观之争，新文化运动对作为新价值观的“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

对作为旧价值观的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创

造了思想环境。这个思想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胡适在 1919 年借用尼采的名言所概括的：“重新估定
一切价值。”[4]（P552）这种价值观的推陈出新、吐故纳新、新旧更替，使得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新价值
观的流行与凸显，不再被视为非孔背圣、离经叛道之举，而被看作是顺应时代、符合潮流之事。早在 1918
年底，李大钊就敏锐地揭示了这一点，强调了“社会主义”与“民主”在价值观上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我

们要求 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
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

Democracy 的真义。所以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 Democracy 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资
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 Democracy 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 Democracy 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
他看作与 Democracy 是两个东西。”[29]（P248）深受李大钊影响的毛泽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湘
江评论》创刊号上有他撰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就从赞扬主张“科学”与“民主”的陈独秀

谈起，联系到不久前为社会主义而牺牲的罗莎·卢森堡。他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凡思想

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鲁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

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

念。”[27]（P305）这里的“鲁森堡”，是当时罗莎·卢森堡的中译名。罗莎·卢森堡是在 1919 年 1 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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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泽东在这里误为 1918 年 12 月。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对罗莎·卢森堡予以
了高度评价。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出，正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成为了

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凸显与确立的先导。

第四，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产生了中国早

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革命家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成为传播与实现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主体。五四运

动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者，有孙中山、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有梁启超、张东

荪等研究系人士，还有刘师复、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为胡适所嘲讽的王揖唐等政客，但真正对社

会主义新价值观的凸显与确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与其他社会主义主张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予以了

正确的理解和阐发；力求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一条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19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在李达主持下于上海创办，创刊号封面上的《短言》赫
然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

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

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

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

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9]（P741）在这里，虽然还未能指出中国必须
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却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正在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集中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的“初心”。100 年来，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不可改变的理想
追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跟着中国共产党为之努力奋斗，开辟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而那些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者，尽管在当年也曾显赫一

时，但终无长久者，或因后继无人而影响消失，或因很快放弃主张而成为历史过客。

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以五四运动为中心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决定历史走向的合力，使社会

主义新价值观的凸显与确立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因此，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

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可以在历史发展中找到根据，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

四、环绕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争论

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固然有其历史的根据，具有深刻的

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凯歌的，其间遭遇了许多的思想障碍，经历了许多的

思想争论。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不断展开思想上的争论，包括展开各种价值观之

间的争论，是其重要的内容和基本的特征。以五四运动为分界，这种思想争论包括价值观争论明显地分

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五四运动前，这些争论主要是在新旧思想、新旧价值观之间展开；五四运动后，这

些争论则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展开，具体地说，主要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者之间展开。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原本都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

曾共同主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只是在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流行与凸

显，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争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以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的

把基尔特社会主义说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的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遮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

的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早在孔子、孟子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的东西，根本不

需要在马克思那里去找。

面对这些思想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以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做出积极回应，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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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想争论分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界线，从而在中国

思想世界树立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李达当时就说过：“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

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

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

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

好现象。”[19]（P57）由此而来，就有了 1919 年主要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就有了
1920-1921 年主要在陈独秀、李达与梁启超、张东荪之间展开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就有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无政府主义问题论战。这些争论掀起了中国

思想世界的一阵阵轩然大波，也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受了最初的思想斗争洗礼。正是通过这些争

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锤炼了自己的批判武器，彰显了自己的思想力量，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优势，使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影响了群众，争取了青年，成为了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

这些论争主要环绕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

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及其争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得以确立的主要

思想环节，是反思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的核心内容。

五、问题之一：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流行与凸显，也激起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

见甚至反对主张，特别是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了关于中国要不要选择

社会主义的争论。

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这一

问题的开始。胡适首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4]（P249）的主张，列举了一大堆少谈“主
义”的理由，如“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

的事”[4]（P249）；“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
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4]（P250）；“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
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4]（P250）；等等。这些理由抽象地看，似乎都有其合理性；
但胡适接下来即以这些理由反对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认为：“‘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

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

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

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4]（P250）胡适认为，现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主义”，而是关
注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

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

毛紧急问题？”[4]（P251）在这种“问题”成堆的情况下，若去倡导社会主义之类的“过激主义”，“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4]（P251）在这里，胡适的用
心十分明显，这就是反对以社会主义而主张以自由主义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只是

他以实用主义的方法，对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了伪装，似乎所主张的不是一种“主义”，而只是一种看

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大钊敏锐地察觉了胡适的用心，对其主张予以了反驳。李大钊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明了“主义”之

于“问题”的重要作用，指出：“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

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

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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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决的希望。”[20]（P1）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
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20]（P1）。李大钊进而肯定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特殊意
义，认为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已在人类精神中播下了这一新价值观的种子；而俄国十月革命更以自

己的成功经验，昭显了这一新价值观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

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

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20]（P3）正是这样，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
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

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

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20]（P5-6）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
“主义”，李大钊用几个月的时间认真思索、潜心研究，撰写出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发，为中国人接纳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从思想上开辟出道路。

社会主义问题论战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了关于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的争论。这次论战是由属于

研究系的自由主义者张东荪引发的。在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东荪曾积极鼓吹社会主义新价值

观，发表过《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文章。尽管他讲的只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在当时也算得上

是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主张者。1920 年 11 月 5 日，正陪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内地讲学和访问的
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宣称：“我

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

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

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

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

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

么多数派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21]（P616）张
东荪的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几百个字，却产生了比胡适大得多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张东荪原是以社

会主义主张者的面貌出现的；二是他称大名鼎鼎的罗素也主张这个观点，而罗素在当时也是赞成社会主

义、批评资本主义的；三是张东荪确实有比胡适更高明处：胡适只是说“主义”如何不好，因此社会主义新

价值观也就不好，张东荪则认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虽然很好，但却无法在实业落后、民生贫困的中国扎

下根来。正是这样，张文一经发表，就激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批评。

1920 年 11 月 7 日，距张文发表仅两天，陈望道和李达分别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张东荪
提出批评。陈望道的文章《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相对温和，主要是规劝张东荪不要丢掉了社会主

义新价值观。文章说：“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

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21]

（P697-698）又说：“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
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

——反而忍心咀咒呢？”[21]（P698）李达的文章《张东荪现原形》则相当尖锐，从揭露张东荪反复易变
的思想性格入手，对其思想变化痛加指责。文章说：“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

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中的滑头话。他作

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

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19]（P24）李达进而评析了张文提出的观点，指出：“他所说‘人的
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那样的生活又究竟要怎样才能得到呢？依他的时评上所说一定要开发实

业才能得到‘人的生活’，那么，英、美、法、日等国底实业总算发达，那些国的人民，也应该过了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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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据我们晓得，他们大多数人民辛辛苦苦替别人做工，替别人赚钱图安乐，自己也还难得温饱，这算

不算人的生活呢？东荪所说的‘人的生活’，与这种又相同不相同呢？”[19]（P25-26）李达的结论是：“依那
时评看起来，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罢了！”[19]（P26）
正在忙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南陈北李，对这一论战十分关注、积极参与。陈独秀将与论战相关

的文章 13 篇汇编成一辑，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总标题，发表在 1920 年 12 月出版的《新青
年》第 8 卷第 4 号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答复张东荪的信。他在信中指出：“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
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

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

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18]（P209）他的结论与张东荪正相反：“先生（即张东
荪——引者注）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
可”[18]（P209）。李大钊在 1921 年 3 月发表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
本主义》两文，也对张文及其引发的论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

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

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在

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

势所不能。”[31]（P85）他进而指出，中国当然应当发展实业，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发展实业：
一方面，“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

……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31]（P80）另一方面，“中国不
实行社会主义，则官僚之势力太大，他们也是掣肘实业的人。……既行社会主义而后，则此种掣肘实业的

人，当然可以消灭了。”[31]（P81）李大钊的结论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1]（P81）
在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具有重

要的思想史意义和政治史意义。当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是很要紧而且应

该深加研究的问题。”[31]（P85）通过这一争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宣示了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凸显与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

理性，而且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实现这一新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六、问题之二：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流行与凸显，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社会主义主张者，对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赋予了形形色色的内涵与理解，热闹的场面就像胡适所嘲讽

的那样：“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4]（P250）这就提出了一
个新问题：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思想竞

争，也有一个“主义”的选择问题。

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五四运动

后，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人加入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形势下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再阐发，特别是对民生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他指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贫富不济，豪强侵夺，自

古有之，然不若欧美今日之甚也。欧美自政治革命而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于工商事业，经济进

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

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欧美今日，

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俄国已发其端，德国又见告矣，英、美诸国将恐不免

也。惟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其因，如能思患预防，先为徙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之革命，洵可

免除也！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32]（P191）在他看来，中国虽尚未像欧美那样资本主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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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斗争，但必须以欧美为前车之鉴，预防这种社会危机的发生。民生主义

主张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就在于预防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断

的社会革命。

梁启超 1919 年的欧洲之行，使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巴黎和会的无耻，从而转变为社会主义
新价值观的鼓吹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梁启超专门撰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一节，阐发他的社会

主义主张。他指出：“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

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

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

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

大旗底下，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

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

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

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33]（P32-33）梁启超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价值观不仅合理，而且
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另一方面却认为现时的中国没有工业，根本不具备提倡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基

础。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必须加以反对：“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

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

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

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33]（P33）因此，梁启超认为在
中国应当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只能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边使多数中国人转变为产业劳动者，一边

运用社会政策改善产业劳动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思想影响的全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对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假借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名，其实并不能改造中国社

会，根本不适合中国的需要。无政府主义者郑太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们这一派的观点：“马克思派的人

也不问集产主义本身的价值怎样，是否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更不明白国家本身是个什么东西，是

否有存在的价值，压制了人民的自由还不够，还要把人民的经济生活也一并给国家管理，势非把人民个

个都化为奴隶不可。他们更不明白中国的社会状态是否适宜这种主义，这种集产的办法是否能行于中

国，只是惊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七个字，以为这是‘科学的’，与一般（他们所看作）‘空想’的不同，便高

唱大谈，要把中国也变成个‘劳农制’的国家。错了！”[34]（P495）在他们看来，“要谋中国社会的改造，要
求全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幸福，实在除开了无政府主义外更无他道”[34]（P495）。
与这些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者不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什么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这些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针对当时中国人面对

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出现的困惑，李达撰写了《马克思还原》一文，发表在 1921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
年》第 8 卷第 5 号上，专门回答了这个紧迫性问题。李达认为，从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革命的原理、手
段、方法及理想中的社会看，他的社会主义包括了七个方面的内容：（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

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的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的生

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存社会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遂分

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阶级；（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数的

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立、进行猛烈的争斗；（四）资本主义的跋扈与无产阶级的作战都

具有国际性；（五）无产阶级以革命颠覆有产阶级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六）无

产阶级凭借政治的优越权，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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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速度发展全部生产力；（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没有奴隶制

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将自然消灭，自由社会将自然实现。讲完

这七个方面的内容后，李达明确指出：“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19]（P31）在这里，李达根据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与思想，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基本准确和完整的概括，

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

那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中国人选择，不仅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也不仅在于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产业革命时期，具有了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的基本经济条件；更在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石，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而成为科

学，这是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不具有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这种合理性和优越性，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尤为重视，以此作为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根据，予以了着重阐发。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已经对唯物史观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作了明

确说明。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历史论，二是经济论，三是政策论。

历史论也就是唯物史观，正是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

动，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而成为科学。

他特别提醒读者：“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

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

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

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党宣言》。而以一定

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 [20]（P23）因此，
他在文章中特地大段引录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强调“离了他（即马克

思——引者注）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20]（P18）。
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不仅根据唯物史观，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七个方面的概括，而且进

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以唯物史观为其基石。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

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

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19]（P31）在这里，他把唯物史观作为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的就是唯物史观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石性质。李达进而指出，

对唯物史观需要有正确理解，切不可像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那样，把旧社会向新社会的推移，看作是一个

无需社会革命的自然过程，误以为只需努力去开发实业就可以了。他强调，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只能

是：“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资本阶级收集掠夺劳动者的血汗的剩余生产，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

劳动者仅依工钱谋生。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

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

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阶级

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得最后的胜利，自然要废止私有财产，推倒资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

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

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19]（P35-36）
陈独秀特别重视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理论上阐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使之与“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

以及“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

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

¬ 引文中圆括号内的字，是《李大钊文集》编者对原文中的明显脱字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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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

功；……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

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
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
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即马克思——引者注）以后的社会主义是
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

同。”[18]（P241-242）又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
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

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

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18]（P355）正是基于唯物史观，他强调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历史必然
性与历史合理性，认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

的”[18]（P180）。他的这些论述，使中国人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而把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在比较中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入手，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作的这些阐发，不仅揭示了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深刻性，而且显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普遍性，以及由此而对中国人的重

要意义。通过他们的这些阐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从不同的社

会主义主张激烈竞争中胜出。自此以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逐渐取代了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成为

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主体内容，主导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

七、问题之三：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欧的新价值观，要在中国牢固而长久地确立，还有一个与中国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自由主义者及各种非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主张者进行思想争论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那些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往往以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欧美，作为拒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由。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了中

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和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两个问题之后，还初步地回答了与之相关联的第三

个问题：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首先有一个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选择问题：是采取改良方式，

还是采取革命方式？当时不赞成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人，如胡适、张东荪，固然主张对中国现实社会只

能改良、不可革命；即便是主张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人，如梁启超，也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对中国革

命持反对态度。与之不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力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

样，用革命方式改造中国现实社会，从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就针对胡

适鼓吹的“中国社会改良”，提出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根本解决”的方式来探寻中国出路，

指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

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

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

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

部解决了。”[20]（P6）他所说的“根本解决”的方式，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在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中，陈独秀进一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由资本主义渐

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

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

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 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 Evolution 呢？”[18]（P211）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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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第 2 号上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更具体的阐发。从革命的时
机看，李达指出：“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

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

的机会到了。”[19]（P48）从革命的手段看，李达指出：“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
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

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19]（P56）这种在
改良方式与革命方式之间的选择，最终成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的分界，引发了新青年们就“主义”选择问题更为热烈的讨论。1921 年 1 月 1—3 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员
在长沙文化书社集会，就“主义”的选择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即开门

见山指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

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35]（P1）而在改造中
国的方法上，毛泽东表示极赞成采用“俄式方法”，他说：“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

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35]（P1）经过三天讨论，与会者绝大多数都赞成毛泽东
的选择。而毛泽东的这一发言，成为了收入八卷本《毛泽东文集》的首篇文献，至今仍在中国历史回音

壁上发出巨大的轰响。

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若要进行革命，

是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先进行民主革命、再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早

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在强调以革命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时，由于缺乏从事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都是直接

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样板。但他们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发现，中国与俄国在具体国情上并不

完全相同，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落后、更封闭的东方农业大国，因此在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而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1923 年春夏之交，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展开了多方面思考与探讨：李达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主

张“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来讨论一番”[19]（P202），认为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思考和
回答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强调必须“认清

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24]（P272），认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
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结成联合战线”[24]（P272）；陈独秀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讲演，其中专门探讨了“社会
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18]（P471）问题，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
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一点。”[18]（P471-472）
因此，在中国采取革命方式来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从反对外国帝

国主义和反对国内军阀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这些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与探讨，在这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形成了全党的共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
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我

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

压迫的阶级。”[36]（P76）这年底，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进而从理论上阐明
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指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

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

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18]（P557）
正是这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看到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能简单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

功经验，而必须寻找出自己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正是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认识出发，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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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起第一次合作，开启了两党共同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并在大革命失败后独

立地领导起中国民主革命直至彻底胜利。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思考与探讨，尽管只是对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做了初步回答，还有

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更有许多问题在当时还不可能碰到和提出，特别是他们尚不懂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关联上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结

合问题，但毕竟开始看到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始发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道路的特殊性。在五四运动后的 20 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条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终于由毛泽
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透彻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也可以从这些先驱者最初的探索中找到活水源头。

八、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中“救亡”与“启蒙”的联系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决定了以后百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

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由内忧外患走向了伟大复兴。从这

个意义上看，这一新价值观确实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但是，是否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救亡压倒

启蒙”，造成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遮蔽乃至抑压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呢？如果秉持历史主

义原则来加以论析，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

神。只是“启蒙”的内涵在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新价值观，批判

以孔子、孔教、儒家纲常为代表的旧价值观，而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批判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

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迷信。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尽管存在很大分歧，彼此相互争

论，特别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力主划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界线，但这

些主张之所以都赞成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其间无疑又存在着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发

生，在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反而加剧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

削和压迫，形成了近代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所形成的世界霸权，更给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正

是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反省与批判的结果。这种反省与批判，一方面表达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救

亡”要求，另一方面又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在这种“启蒙”精神里，既包含对资本主义性质

的“启蒙”的反省与批判，又强调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启蒙”的意义与作用。由此来看社会主义新价值观

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只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而不具有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

具体地看，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并非就被“救亡”所“压

倒”，而是或被赋予新的内容，或被加以新的解释，进而在社会主义新价值观里保留下来。这一点在陈独

秀的思想变化中鲜明地体现出来。陈独秀在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力倡“科学”与“民主”；当他在经

历五四运动转变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并没有放弃“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对于“科学”观

念，陈独秀对其内容作了进一步扩大，认为“科学”不仅包括实证自然科学，而且包括实证社会科学；马克

思主义作为一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实证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重要内容。他指出：“马克思派的共

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

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

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

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18]（P470）对于“民主”观念，陈独秀则加以了新的解释，强调进入 20 世纪
后民主制度的主体正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



· 38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

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

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

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8]（P49）因此，在五四运动后，“科学”与“民主”开始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
的有机内容。

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新价值观里，在强调以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复兴中华民族的同时，保留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积极成果，从而展现

了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用李大钊的话说，这种理想既包含了人

类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包含了人类对大同团结的向往。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

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

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

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

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31]（P253）这种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中国
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群体价值的精神与

西方近世文化的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既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又吸纳了西方文化传统

的优长，更对这两者作了适合于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因此，李大钊在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特别提醒中国青年学生注意把握五四精神的丰富内含：“我

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

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31]（P95）如果借用今
天的话说，李大钊在这里是强调五四精神里“救亡”与“启蒙”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价值观

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凸显与确立，不仅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而且承继了新文化运动的

“启蒙”精神，不能曲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来加以贬抑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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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Value Concept of Socialism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100 years ago has made“socialism”the new value
concept and ideal pursuit for Chinse people. This new change and trend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thought has ex-
perienced many clashes of ideas, mainly focusing on three interrelated issues: Should China choose socialism?
What kind of socialism should China choose? How should China realize socialism? These issues and argu-
ments constitute the main thought links concerning the new values concept of socialism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thoughts. The new value concept of socialism has not only contained the nature of“national salvation”in the
May 4th Movement, but also inherited the“enlightenment”spirit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refore,
it cannot be misinterpreted as“salvation overtaking enlightenment”, and then be belittled or negated.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New Culture Movement; new value concept of socialism; Early
Chinese Mar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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